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产业创新与融合研究
——以华为入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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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华为终端项目入驻东莞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产生多方面辐射效应的实证分析，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产业创新与融合的路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产业创新与融合目标是企业基于市场机制的选择；创新最先发生在领先型城市中，区位距离、产业配套能力是周边城市接受创新辐射的基础；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能力对创新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流动有显著影响。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应立足优势，发挥核心城市在技术创新上的引领作用，推动核心区与外围区无缝嵌套、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密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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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A Case Study of Huawei in Donggua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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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n impact of Huawei terminal project in Dongguan on the overall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arge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choice of enterprise based on market mechanism; innovation first occurs in leading cities, location distance and industry matching ability are the basis of peripheral cities to accept innovation radiation; government's industrial policy and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novation elements, especially human capital flows. In the futur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base itself on its advantag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core citi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seamless nesting of core areas and peripheral areas, and interact closely with the effectiv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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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部《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对城市群的界定为“一定地域内城市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城市群的核心内涵是合作，城市群是由多个城市组成的位置趋近、联系紧密的集聚体[1-2]。城市群形成的基础和动力是产业的集群、互动与合作[3-4]。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特别强调产业的创新与融合，众多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都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目标是建设全球创新高地[5]。早在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湾区经济”的概念，谋划打造前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湾区产业集群。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提交的议案是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全球区域创新中心，打造“中国硅谷”。2017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明确提出“聚集创新资源，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那么，创新要素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流动、分享、聚集？或者说城市群如何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如何以创新要素为基础，进一步形成城市群内产业的融合发展？
1   主要文献综述
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的集聚融合有利于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增强经济整体产出，同时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群的逐步形成。对于这一现象，马歇尔[6]、韦伯[7]、波特[8]分别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竞争优势”等概念加以解释。同时，城市群又会对产业的融合提供正面影响，特别是增进产业的创新能力。城市化的过程通过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提高了创新效率，从而推动了地区产业发展。佩鲁[9]从增长极理论出发，认为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更容易在城市经济空间中形成增长极，借助其扩散作用带动其他城市发展。克鲁格曼[10]指出产业集聚有助于要素交流，带来技术外溢和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的创新带来地区经济的升级。总起来说，城市群一方面由于聚集了众多专业化的经济，扩大了行业规模；另一方面又具有多样化的经济，促进了各行业的近距离交流，推动了产业创新和融合。
在具体机制方面，杨晔[11]认为区域产业集群互动为技术扩散提供了源头，形成了以大都市圈（群）为特征的创新体系新格局，并且从运作模式、主体定位、市场载体等方面比较了全球五大城市经济带的产业交流模式。这一研究注意到了国家目标、地方政府和区域发展的关系，然而过于宏观，在微观机理上还不够深入。毕秀晶等[12]的研究证实长三角城市群确实发生了明显的集聚现象，同时在大都市区外围产生了溢出效应，区位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些邻接大都市的区县受到了产业辐射。但这一研究仅指出了产业扩散作用，没有涉及产业的创新。而且Huber[13]早就指出地理临近并不是新知识进入的必要条件，区域发展的驱动力超越了区位因素，可能来自于全球生产网络。腾堂伟等[14]认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在于微观经济主体跨域本地界线的互动联系，而地理临近的研发机构、企业之间结成创新网络至关重要,强调了不同创新主体的互相作用。叶静怡等人[15]的研究表明，城市群的重要辐射功能是知识溢出，创新主要来自领先城市自身企业和高校的研发，地理距离越相近，技术和产业越相似，越容易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强调城市群产业创新的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龙头带动，二是除了位置相近以外，接受辐射的周边城市要有配套的技术和产业。吴福象等[16]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更重要的创新要素，使企业通过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获取创新竞争优势，并通过匹配促进其他要素的流动，提高了区域产业水平。这一研究重视了人力资本向创新领先型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并没有说明人力资本流动的另一方向，即如何从龙头城市向外扩散。
本文在吸收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产业创新与融合的路径，提出的假说是：创新最先发生在领先型城市中；产业创新与融合是企业基于市场机制的选择，区位距离、产业配套能力是周边城市接受创新辐射的基础；受我国的行政体制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能力对创新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流动有显著影响。
2  案例研究背景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和规划是近期提出的，但实际上，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产业合作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已经发生了。在20世纪80、90年代，粤港产业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加工制造业；随着2003年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粤港澳地区共同市场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扩展，近年来，国务院先后批准设立了前海、横琴等自贸区，成为粤港澳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
进入大湾区建设时代后，粤港澳之间产业结构变化的主题就是创新与融合。首先，我国经济整体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双重挑战下，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转化发展动力。其次，在创新驱动战略下，粤港澳大湾区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堪称我国市场机制最成熟、产业门类最齐全、创新能力最强大的地区。香港和深圳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上分别位列第17和22位；深圳—香港地区则超过圣荷西—旧金山地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2位。以大疆无人机为代表的粤港产学研合作模式，显示了这一地区产业互补、渗透互动的特点。再次，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产业合作具有不同层次。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多个城市，其内部并不是均质的，由于区位距离、发展基础、制度文化等因素影响，部分城市间在产业上的创新与融合更为便利，例如广佛之间、惠莞深之间的同城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这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一部分。环绕深圳、香港、广州等创新领先型城市，周边城市进行配合互补，形成产业融通、分工合作的小范围城市间合作体系，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有效聚焦核心城市的创新功能，发挥技术外溢作用，带动外围地区协同转型升级，通过内部小范围融合逐渐走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完全融合。
本文是一项案例研究，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在深圳与东莞的产业布局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案例的原因是，由于华为是中国创新型企业的代表，而深圳与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重要城市，具有典型意义。2007年，华为在东莞成立聚信科技公司，主要是硬件产品的制造基地，后更名为华为机器有限公司。2012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立，随后还在东莞设立了数据中心，在深圳与东莞之间形成了成熟的“核心-外围”式业务布局，走出一条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扩散，以企业为主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产业链关联为动力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与高端制造无缝对接、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深度互动的区域协同创新路径，显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创新带的活力。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分析华为从深圳向东莞布局的条件与过程，其次分析华为入驻东莞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然后得出理论结果，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3  竞争优势：华为进入东莞的理性选择
3.1  成本与区位优势
首先，先进技术与成熟产业的外溢是由于成本差异。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深圳的土地空间日趋紧张；城市地价的上升将促使产业进一步升级，以提高经济效率，如转向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信息等行业，大规模的制造业就需要转向空间更广阔、成本更低的地区。华为是一个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创新从技术变成变成需要大量的产业用地，而深圳现在可被大规模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城市更新改造又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对而言，东莞的土地空间和用地价格可以满足华为的迫切需求。根据华为2013年年报披露的工业与研发用途的土地数据，华为从1995年到2008年分6次在深圳取得土地使用权，其间土地成本上升非常明显：1995年为263.2元/m2，2005年上升到567.8元/m2，2008年最后一次的用地成本达到了919.6元/m2。华为于2007年首次获得东莞的土地使用权139.8万m2，总价为4.95亿元，均价354元/m2。其中，华为2013年购买60.3万m2，总价3.11亿元，均价为515.8元/m2；2014年购买66.3万m2，均价为500.2元/m2。这两者合计126.3万m2，即127.3 hm2为华为在东莞的终端项目用地面积(见表1)。
表1华为在深圳与东莞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深圳
	东莞

	时间/年
	面积
/万 m2
	成本
/百万元
	单位成本
/（元/m2）
	时间/年
	面积
/万m2
	成本
/百万元
	单位成本
/（元/m2）

	1995
	17.1
	45
	263.2
	
	
	
	

	1998
	33.0
	109
	330.3
	
	
	
	

	1999
	43.3
	139
	321.0
	
	
	
	

	2000
	18.4
	52
	282.6
	
	
	
	

	2001
	17.3
	40
	231.2
	2007
	139.8
	495
	354.1

	2005
	19.9
	113
	567.8
	2013
	60.3
	311
	515.8

	2008
	11.2
	103
	919.6
	2014
	66.3
	331
	500.2


注：1）数字除另有说明，均根据华为2013年年报数字计算，因四舍五入可能会造成误差；2）2014年数字来源于《2014WG019、2014WG020、2014WG024、2014WT023～2014WT029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结果公告》
    
     华为在深圳拥有111.8万m2的房屋建筑物，成本为38.67亿元，平均价格为3458元/ m2。其中，华为在2006年和2009年购买的房屋建筑物均价分别为18 500元和9 500元。而华2009年和2012年在东莞获得的房屋建筑物成本均价分别为1 966元/ m2和2012元/ m2，这一价格几乎是华为2009年在深圳房屋建筑均价的1/5，是2006年在深圳房屋建筑均价的1/9。累计来看，东莞的房屋建筑物均价约为深圳的57.5%（见表2）。
	表2 华为在深圳与东莞的房屋建筑物情况	
	深圳
	东莞

	时间/年
	面积
/万m2
	成本
/百万元
	单位成本
（元/ m2）
	时间/年
	面积
/万m2
	成本
/百万元
	单位成本
（元/ m2）

	2000
	34.6
	1 258
	3 635.8
	
	
	
	

	2001
	5.8
	412
	7 103.4
	
	
	
	

	2002
	5.6
	263
	4 696.4
	
	
	
	

	2003
	21.4
	904
	4 224.3
	
	
	
	

	2004
	17.1
	432
	2 526.3
	
	
	
	

	2006
	0.2
	37
	18 500.0
	
	
	
	

	2009
	0.2
	19
	9 500.0
	2009
	29.9
	588
	1 966.6

	2012
	26.9
	542
	2 014.9
	2012
	32
	644
	2 012.5

	合计
	111.8
	3867
	3458.9
	合计
	61.9
	1 232
	1 990.3


注：数据均根据华为2013年年报数字计算，因四舍五入可能会造成误差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其次，创新式产业的合作优先选择最优距离。我们注意到，对于传统的产业转移来说，空间距离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如作为“世界工厂”，东莞曾经承接到远自欧美的产业转移。但是，创新的发生、创新型产业的合作必须是在短距离之内，这样才有利于新思想、新理论的交流碰撞，有利于创新人才在不同机构顺利流动，有利于创新想法快速进入实验室做成样品、进而变成大规模的市场产品；同时，创新所需要的金融、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交易保护等服务也必须发生在周围。所以，创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这就是周其仁教授[17]提出的创新密度和浓度效应。东莞居于广深两大创新城市之间，松山湖园区距离华为深圳总部仅30多km，高速公路网十分发达，未来还规划有数条轨道交通对接。创新型企业在深圳、东莞同时布局业务，几乎可以享受同城化的便利条件，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产业无缝融合、研发和制造平滑对接的区域经济格局。
再次，莞深的产业融合具有高度成长性。深圳仍然是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创业氛围最浓厚、创新产业最丰富的城市之一，专利密度居全国第一位，生物、互联网和新能源产业的产值增速高达40%以上；东莞转型升级成效明显，高新技术企业、专利数量、科技平台数量均名列全省前茅，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产能增长率远远高于东莞市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松山湖高新区、滨海湾新区、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粤海高端装备产业园等增长极还在持续发力，将引领未来30年东莞经济发展。因此，深圳与东莞的协同创新具有可持续性，长期向好，华为愿意将终端中心设立在东莞，就是要分享莞深产业融合的长期增长福利。
3.2  产业与人才优势
仅有成本和区位并不足以吸引华为在东莞布局整个终端产地，因为还有别的地区土地价格更低，东莞的产业基础、配套能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储备对华为终端的落地更加重要。华为终端业务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产品，其中智能手机更是其重中之重。2015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已经位列第三。东莞历来是手机产业的重镇，早在1995年，诺基亚就在此投资设厂，建立了先进的生产线，长期占据东莞第一出口大户位置，万事达液晶显示器、胜华科技、三星视界等配套企业都是行业巨头，提供了完整的手机产业链条；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东莞手机行业也紧跟市场转型，OPPO、VIVO手机已经成为东莞本土品牌的代表。华为的子公司聚信科技正是在此时进入松山湖，后更名为华为南方机器有限公司。20年间，东莞手机业从代工生产到智能制造的技术演进，培育出深厚的产业土壤，既有众多产业工人，也不乏创新企业家，形成了规模化的市场组织体系。华为终端入驻东莞，将增加其在深莞两地之间的业务互动，使深圳的应用创新优势渗入东莞，深圳更加聚焦原始研发，并利用东莞配套制造的产业基础，无需另起炉灶，节省产业创新需要的“起飞”条件。
3.3  制度与营商优势
东莞的制度与营商便利性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一是释放制度红利，克服要素成本上升。东莞积极推动多项改革，向镇、园区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建设法治东莞，推行工商服务“5115”标准，出台减负“50条”，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准入门槛。《2016年度广东各市开办企业便利度评估报告》中，东莞综合得分为76.76分，仅次于深圳，位居全省第二。二是政府上门服务，打造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实施“倍增计划”“千干扶千企”“亲企清政”等工程，为企业提供“手把手”“心贴心”“点对点”式的精准服务。三是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全面转型升级。东莞在全国率先提出“制造2025”战略，形成了十大改革品牌和五大工作机制。四是畅通产业合作渠道，促进互融共生。依托莞深产业合作促进会等组织平台，瞄准深圳高科技企业，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优中选优，定向招商。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中，有34%来源于深圳。2016年，来自深圳的重大投资项目超过150个，在亿元以上项目中，深圳的项目协议投资额为398.3亿元，占比达39%。据东莞市内资促进中心统计，东莞市在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中，有近半数来自深圳，来自广深两地的超过六成。
3.4  服务与政策优势
为了吸引华为等高科技公司扎根生长，打造人才聚集高地，东莞安排了一系列定向服务政策，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限价房政策。一是价格上限，限价房带装修的销售价格不高于8 500元/平方米。二是对象明确，限价房建成后，销售对象由松山湖管委会统筹安排，用于人才安置。三是公共服务配套，由于人才公寓项目的开发建设，周边相应增加了学校、社区健康站、文化室等公共服务设施。2015年，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其企业法人代表为华为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先后在松山湖购买了7块区域的土地使用权，总面积接近500亩换算相应hm2，投入资金24亿元，楼面价格在1 820～2 495元/ m2之间（见表3）。限价房政策减轻了高科技人才落户东莞的后顾之忧，便于创新最重要的载体——人才的充分流动，使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在东莞打牢立足根基。
表3 东莞绿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限价房土地情况
	时间/年
	面积/平m2
	土地总价/万元
	平均价格/元
	楼面地价/元

	2015
	91 828.50
	65 782
	7 163.6
	2 865

	2015
	23 078.60
	10 501
	4 550.1
	1 820

	2016
	38 568.70
	24 058
	6 237.8
	2 495

	2016
	59 476.10
	41 739
	6 986.1
	2 495

	2016
	79 933.58
	55 842
	6 986.1
	2 495

	2016
	36 073.40
	19 801
	5 489.1
	2 495

	2016
	40 470.49
	22 215
	5 489.1
	2 495

	合计
	369 429.4
	239 938
	6 494.9
	2 451.4


注：数据根据东莞市国土局相关公告计算

4  华为助推东莞的综合贡献
华为终端基地入驻东莞产生了多重效应，除了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创新要素的扩散，提升了产业链技术水平，聚集了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4.1  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带动规模效益跃升
东莞本土企业长期以中小规模为主，“满天星斗，不见月亮”，华为的入驻在内资经济上提供了重大项目，使东莞的企业格局呈现“星月同辉”。一是增加有效投资，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粗略统计，华为机器公司与华为终端两大项目在东莞的产业与科研用地规模达到264 hm2，总投资在140亿元。二是培育产业龙头，为经济直接增长提供重点贡献。2010年，华为机器有限公司产值为103.6亿元，是东莞最早达到百亿级的企业之一。2016年东莞华为系企业合计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 000亿元级别，使东莞实现千亿元收入企业零的突破。华为东莞基地目前纳税额大约为50亿元，几乎占松山湖高新区税收的一半。三是提高产业密度，为经济集约发展提供示范作用。如果按照华为投产面积为66 hm2左右计算，则华为每公顷土地的产值就在15亿元以上，每公顷土地贡献税收为7 500万元，经济效率极高。
4.2  促进区域产业链集群，助推产业结构转型
华为具有明显的产业链带动相应。2012年华为南方工厂落户松山湖后，聚合了众多关联产业，吸引上下游配套项目30多个，带动周边100多家企业，形成了高端产业集群。一是从位置上趋近。供应链讲求时效性和地域便捷性，如前所述，创新必须在小范围空间内集聚。配套企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华为，纷纷进入到东莞，形成了围绕华为的产业集群。例如从深圳落户松山湖的中集智谷产业园与华为仅有一路之遥，有不少入园的企业都为华为服务；深圳五株科技想与华为靠近一些，企业制造基地跟随华为拓展到东莞；寮步的嘉丰机电是来自台湾的企业，1994年就与华为开始合作，目前在东莞年产值4.8亿元，税收近700万元，提供就业1 800多人；大朗镇重点企业有80多家，其中9家企业为华为提供配套服务，总产值43亿多元(见表4)。二是从产品结构上转型。龙头企业在转型升级，为配套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需求，这能够自然淘汰原有的落后产能，使配套企业相应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例如铭基电子原先是一个电脑代工厂，随着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企业主要业务转向手机数据线。三是从地区产业结构上升级。随着配套企业的增加与业务转型，东莞的产业结构得到逐步演进优化。例如大岭山镇以家具制造闻名，但原来效益不高，有许多家具厂已经转移到东南亚，而其凭借靠近松山湖的优越区位，一些邻深片区的电子制造企业纷纷转移过来，大部分都跟华为发生业务往来，现在全镇70%的产值来源于电子业。
表4 大朗镇与华为合作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产值/万元
	税收/万元
	就业人数/人

	龙昕科技
	98 268
	13 116
	1 100

	以诺通讯
	98 487
	793
	2 400

	百一电子
	138 972
	156
	3 800

	同华灏阳机电
	6 760
	919
	560

	长园电子
	24 760
	2 467
	450

	厚威包装
	25 857
	1 910
	500

	永晟科技
	10 957
	641
	280

	精亿五金
	13 459
	607
	360

	捷邦实业
	17 688
	203
	600

	合计
	435 208
	20 812
	10 050


注：数据由大朗镇商务局提供

4.3  提升关联企业技术水平，形成创新区域联盟
由于华为在采购上对供应商具有技术、质量等严格的要求，对关联企业提供系统的技术服务，因而进入华为的产业链体系就将接受华为的技术辐射和指导，技术含量不高就有被替代的风险。因此，一方面，华为对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技术提升的帮扶作用；另一方面，华为的高标准要求倒逼配套中小企业自我改进，处于创新龙头位置的华为引发了先进技术的扩散外溢，创新要素在产业链周边企业进行分享流动，实现创新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如今，一些在华为产业链上的中小型配套企业已经成为各自行业里的领跑者、创新者。大朗镇9家华为配套重点企业原先只满足于代工生产，没有注重科技研发，近年来，由于华为的带动作用和自身转型升级的需要，2013年起大部分企业的科技投入产生了飞跃，例如百一电子的科技投入从2014年的822.89万元增加到2016年的3 723.91万元，企业已经取得多项专利（见表5）；寮步镇的瑞立达公司受益于技术标准提升，成为国际一流的手机盖板基板玻璃制造中心，年产值4.4亿元，税收近700万元，已经在新三板上市。
表5 大朗镇与华为合作的上下游企业的专利与科技投入情况
	时间/年   指标
	百一电子
	捷邦实业
	龙昕科技
	长园电子
	厚威包装
	精亿五金
	永晟科技

	2012
	专利/件
	0
	0
	0
	0
	0
	0
	2

	
	科技投入/万元
	0
	0
	0
	0
	0
	51
	0

	2013
	专利/件
	0
	0
	0
	0
	1
	0
	4

	
	科技投入/万元
	0
	0
	0
	0
	670.43
	72
	0

	2014
	专利/件
	10
	0
	18
	5
	0
	0
	0

	
	科技投入/万元
	822.89
	0
	2 854
	163.40
	813.86
	122
	0

	2015
	专利/件
	5
	8
	34
	10
	3
	8
	12

	
	科技投入/万元
	1 973.08
	899.15
	3 440.00
	680.35
	953.76
	383.00
	444.86

	2016
	专利/个
	1
	10
	10
	12
	10
	1
	0

	
	科技投入/万元
	3 723.91
	858.81
	3 970。00
	1 028.19
	1 096.36
	629.00
	653.92


注：数据由大朗镇商务局提供

4.4  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促进创业热情迸发
人力资源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从根本上说是由人才提供的。东莞原先一无高水平大学，二无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也相对缺乏，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政府与企业的重视，大量创新人才和团队开始入住，华为终端布局东莞一次性地提供了大批量人力资源蓄水池，使东莞形成区域创新人才高地。华为18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高达45%，未来随着华为终端项目的扩大及最终建成，以及东莞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的落实，将有越来越多的华为科技研发人员在东莞工作甚至安家置业，增量人才的不断进驻将极大加强东莞的科技创新和创业能力。例如，大朗镇的同华灏阳机电就是华为原先的高管出来创业，该企业专门为华为提供产品服务，产值已达到6 760万元，提供税收919万元。
5  结论与启示：产业创新与融合的路径
    华为将终端基地布局在东莞，虽然只是一个企业的行为，但对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产生了多方面辐射效应，显示了区域产业创新与融合的路径。
第一，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高新技术与高端制造走向有机结合。实体经济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制造业又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土地、资金等作为生产要素，是实体经济的派生需求，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制造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不断转型升级。东莞深厚的区位、成本、制造业基础吸引华为入驻，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聚集，公共服务随后跟进，帮助华为的创新科技成果实现市场转化，制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华为的到来又促进了东莞制造业的优势不断强化，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把产业链进一步升级为创新链、技术链，推动东莞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使东莞从“代工之城”走向“智造之都”，进一步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创新创业基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第二，寻找比较优势，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实现无缝嵌套。区域产业合作的关键是立足各地优势，分清主角和配角，发挥不同功能。深圳经过长期发展，土地、人工成本逐渐提高，比较优势转移到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总部经济等领域，制造业进入到外溢环节，辐射效应非常明显，东莞由于区位相邻、产业成熟，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在深莞产业的互补合作中，深圳的核心地位得到加强，更加聚焦于知识创新和创新驱动的排头兵作用；同时，东莞借助于技术扩撒，培育出一大批新兴产业。两地通过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创新发展一体化格局，提升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bookmark: _GoBack]第三，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领先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在自主创新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自主创新，就是要发挥内资经济与本土企业的作用。类似于华为这种领先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发源地，虽然也有大量创新首先由中小企业发起并依托独特的技术成长为大规模企业，但是在成为龙头企业后，其提供的创新产品和技术更多，领先型企业的科技研发成果得以进行市场转化，制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IBM、微软、谷歌等企业发展史已反复证明这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东莞产业主要以加工贸易取胜，缺少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的企业；近年来，东莞开始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力度，引进深圳、广州的高端创新要素，鼓励本土民营企业向实体经济转型，促进外资经济的本土化，同时建设内源型经济，以加强创新自主性。华为终端基地入驻东莞，本身发挥了龙头企业的创新骨干作用，同时与东莞中小微企业配套合作，提升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第四，政企深度配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密切互动。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人工成本普遍上涨，而采取过度提供优惠的方式招商引资将引起恶性竞争、干扰市场信号，影响市场正常运作，容易出现政策失误，误导企业的创新方向，因此，政府作为的主要方向是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高效的政务服务、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让企业在统一、公平的制度环境下，根据比较优势，逐步进行产业的阶段性、梯度性、扩散性的转移。东莞的成本与其他地方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是通过落实国家和省5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全面推进330多项莞版改革措施，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商事制度、土地生态利用制度、农村综合改革、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积极创新，为制造业提供了成长升级的沃土。
6  政策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推动产业创新与合作
华为终端项目入驻东莞是多赢的结果，既有利于企业科学布局，利用周边配套优势，又带动了东莞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为深圳谋求进一步升级也提供了空间，实现了区域产业融合、创新要素集聚、协同转型升级的良好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合作已经提上日程，未来合作的企业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合作的区域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应前瞻规划，及早应对，继续推动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障碍，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步伐。
6.1  优化政策制度，为企业投资落地提供最佳营商环境
一是平台搭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沟通机制。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协调沟通机制，成立国家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机构，并通过城市联盟、领导人会议、高端论坛的方式协调落实重大合作事项。
二是制度完善，打造国际化优越营商环境。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向国际惯例看齐，借鉴香港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打造权力规范运行、审批公开简化、服务精准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为产业融合提供优越的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三是税费减负，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建议从国家层面梳理企业税费，减轻企业税费痛感，采取措施降低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适合以税收形式收取的并入税收，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降低企业负担；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引导制造业企业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地方政府在法定范围内降低税收成本，进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费，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
四是环境治理，建设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在生态环境规划、标准、监测、执法体系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建立对接机制，提供区域性循环经济技术、市场、产品服务平台，探索与周边地区的污染联防联治、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资源统筹保护机制，扩大东莞生态空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6.2  促进创新要素集聚，为产业融合升级提供最大支持
一是科技投入，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加强高等教育合作，根据各地产业特点和教育资源需求，吸引香港著名高校在珠三角设立分校，开展合作办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流动组合，提升科技研发水平。（2）构建区域技术、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撑起“保护伞”。
二是土地统筹，承接先进技术外溢。粤港澳大湾区是产业、人口高度密集地区，开发强度大，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的过程中，土地需求仍是制约瓶颈之一，因此必须加强土地制度创新，为承接先进企业落地提供空间支撑。（1）加大“三旧”改造，简化“工改工”流程。建议在“工改工”项目中涉及办理土地征收手续的，探索授权地级市政府进行审批；财政、税收、金融、住建等部门及时制订“三旧”改造配套鼓励政策，形成政策合理。（2）扩大土地点供力度。由于珠三角地区土地指标高度紧张，建议针对重大制造业项目，由省里增加单独给予的土地指标数量。（3）鼓励引导工业用地提高容积率，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将提高容积率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经济强镇。（4）建议由国家层面推进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跨省交易，允许各类市场主体直接出让和受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从而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用地需求。
三是金融支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新形态、新模式的智能制造企业、高端制造企业、创业型企业特别需要资金支持，为此要促进制造业与现代金融业的深度融合。（1）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发挥节点优势和市场作用，加强与香港、澳门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的合作，培育和引进更多市场化运作的风险创投基金，降低跨区域金融交易成本。（2）鼓励企业上市融资。支持智能装备、新兴战略产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3）鼓励信贷部门定向支持制造业升级。探索金融机构拓宽抵质押范围，对于制造业企业，除了不动产抵押、第三方担保等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外，大力发展应收账款、知识产权、收益权、股权等新型抵质押方式；对于绿色制造企业和项目，探索通过排污权、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绿色金融产品提供支持。（4）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允许国外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使深圳成为面向世界创新企业的资本交易平台，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
6.3  深耕各地比较优势，为产业合作创造最优化位置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必须牢牢把握各地比较优势，突破传统行政区划束缚，着眼“经济区域”概念，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借助香港的金融和科技中心地位、广州的基础研究优势、深圳的市场创新优势、澳门的旅游业经验和东莞、佛山等地的制造业优势，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地结合各自环境区位特点，强化地区互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体化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18]。畅通区域产业转移、融合、落地渠道，建立跨区域投资、园区共建、科技成果落地等项目的收益分配体制，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对接合作水平。
6.4  实现公共产品共享，为人才流动提供最便捷通道
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互联，形成综合系统。加快与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对接，实行统一规划、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建立公路、轨道交通、铁路、航空枢纽及港口协作机制，推进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开发。另一方面，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便利人才流动。加强社保异地结转接续协作，增强异地就医、养老便捷度，统筹入学、考试、招生制度和职业教育发展。加强人才引进落户力度，面向港澳在内地工作人士提供便利的落户、就业、创业、医疗、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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